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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艺术的反跨破框实践：
行为艺术研究

潘鹏程 唐小林

摘 要：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行为艺术已是当代艺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为了把握其意

义生成与交流的模式，将其置于戏剧艺术、观念艺术、参与式艺术的脉络中去考察，不难发现

它是艺术家在演出中追求面对面交流强度的结果。它摧毁了戏剧艺术的叙述机制，通过观众

的观看重构虚构框架，将实在世界装入框架之中，从而用带框的身体实现对观念的直接表达。

在对框架摧毁和重构后，行为艺术塑造了开放的艺术文本，观众通过反跨破框参与其中，成为

艺术创作的另一主体。进而，行为艺术模糊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，在艺术创作中凸显人际

关系主题，尝试形塑文化共同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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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诞生之初，行为艺术便凭借媒介的不可保存性越出美术馆，构成对既有艺术体系的反

叛。此种解构姿态天然地反对概念的固定和僵化，开拓作品形态的可能，保障了艺术创作的

生命力，但也使得学理上的探讨难以有稳定的基础，给相关学术研究带来不小挑战。而从20

世纪60年代至今，行为艺术活动在几十年间绵延不绝、遍布各国，构成当代艺术图景中蔚为壮

观的一个景象。因此，我们有必要尝试对其意义生成与交流机制进行描述、把握，为理解行为

艺术提供相对清晰的框架，进而一瞥当代艺术与文化的思想底色。

在谈到为何行为艺术难以定义时，阿诺德·阿伦森（Arnold Aronson）指出：“‘行为艺术’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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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术语包含了两个本质上不同的学科——表演（戏剧）和艺术——因此出了名地难以定义。”①

“表演（戏剧）”是演示类叙述的典例，而阿伦森所谈到的“艺术”是指视觉艺术，即绘画等以“记

录”为叙述手段的艺术文本。这意味着行为艺术是演示类叙述和记录类叙述混杂的产物，两

类叙述一动一静，一个面向现在、一个面向过去，此种越界是难以锚定行为艺术性质的根源所

在。换言之，行为艺术的多重性质，实际上是戏剧艺术与视觉艺术交融的结果。它既是戏剧

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引入视觉艺术技法与观念的产物，也是视觉艺术向动态过程转向的结

果。正如雷曼（Hans-Thies Lehmann）所说，“在剧场和行为艺术之间作明确区分是不可能

的”②。因此，“研究和描述‘行为艺术’历史的学者，则分别来自艺术史和戏剧学这两个专业

领域”③。

格特伯格（Roselee Goldberg）是最早系统研究行为艺术的学者，在界定行为艺术时她也着

重谈到了行为艺术与戏剧艺术的区别，认为在行为艺术中“和剧院里通常会发生的不同，表演

者是艺术家而非演员，他们并不出演角色，表演的内容也很少具有传统意味的情节或叙事

性”④。对角色的取消意味着行为艺术家并不进入二度区隔，而是在演出中与观众直接对话。

与之对应，行为艺术不构筑完整的情节，而是“呈现出一段自己创造的表演（而不是其他人撰

写的文本）。这类表演往往采取自传独白的形式”⑤。因此，行为艺术“并不特别强调身体美

感、表演技巧，也不太透过身体或语言，再现带有叙事情节的故事或寓言及角色刻画，并试图

破除镜框式舞台、排除过多戏剧声光效果”⑥。行为艺术以艺术家的行为取代了演员的扮演，

也就使得传统戏剧中的文学性剧本失去了存在的必要。他们并不以为观众提供“第四堵墙”

内的虚构世界为目的，转而强调此时此刻的在场本身。

但是，行为艺术从根本上并不是“践履行为”，它并没有“政治或其他的目的确定性”⑦。也

就是说，行为艺术在摧毁传统戏剧的二度区隔之后，又通过某种方式构建了虚构框架。若非

如此，肖鲁在行为艺术作品中开枪射击的行为就无法被轻易谅解，唯有将此“枪击”置于艺术

的虚构中，才能够消解其对社会治安的挑衅意味。

因此，作为演出叙述的先锋形态，行为艺术是在戏剧艺术的基础上，经由对叙述框架的破

坏与重建生成的。追溯艺术史，可以发现后戏剧剧场的出现是戏剧艺术向行为艺术发展的关

键节点，正是在后戏剧剧场给传统戏剧带来的冲击中，形成了对戏剧叙述范式的革新。此种

革新推演到极致，便是行为艺术对传统戏剧叙述框架的抛掷。

① 阿诺德·阿伦森：《美国先锋戏剧：一种历史》，高子文译，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，第198页。

② 汉斯·蒂斯·雷曼：《后戏剧剧场》，李亦男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234页。

③ 托马斯·德雷赫：《行动剧场——偶发和行为艺术的概念及研究方案》，郑烨译，《中国美学研究》2019年

第1期。

④ 罗斯莉·格特伯格：《行为表演艺术：从未来主义至当下》（第三版），张冲、张涵露译，浙江摄影出版社2018

年版，第14页。

⑤ 阿诺德·阿伦森：《美国先锋戏剧：一种历史》，高子文译，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，第199页。

⑥ 姚瑞中：《台湾行为艺术档案 1978—2004》，（台北）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，第6页。

⑦ 汉斯·蒂斯·雷曼：《后戏剧剧场》，李亦男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23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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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一、、框架的摧毁与重构框架的摧毁与重构：：后戏剧剧场崛起后戏剧剧场崛起

20世纪70年代以后，当代实验戏剧对剧场性的强调愈发明显，呈现出从戏剧艺术演变为

剧场艺术的趋势，即不再视戏剧文学为戏剧演出的核心。对于此类“非文本中心”的戏剧作

品，雷曼将其总结为“后戏剧剧场”，即一种“在剧场中的戏剧典型模式失效‘之后’，坚持在戏

剧范围之外进行创作的一种剧场艺术”①。丁罗男将后戏剧剧场的论述提炼为两个转向：“一

是以文学为中心转向以剧场中心；二是从演出者的叙述与阐释转向观众的接受与解释。”②马

文·卡尔森（Marvin Carlson）对当代戏剧的判断实际上也可视作对后戏剧剧场的阐发，他认为

“当代戏剧最明显的表现，即物质、人类与非人类，真实生活与表演融为一体”③。在此意义上，

“后戏剧”的“后”意味着反对“再现”，强调“呈现”，中断连续时间，表现不可表现之物。后戏剧

剧场展示去除主体性与意识之后的身体，以及物质的流动性。因此在后戏剧剧场中，真实的

物与事件有了出场的可能。

沿着后戏剧剧场的进路，必然会出现从戏剧艺术到行为艺术的演变，即所谓“在后戏剧剧

场中，剧场符号的应用发生了变化。其结果是：剧场艺术和行为艺术一样追求真实体验，二者

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起来”④。“真实体验”是演出叙述打破二度区隔限制的结果，意味

着当场的演示对外部经验世界有所指涉。由此来看，戏剧艺术与行为艺术之间界限的模糊是

前者不断突破框架限制的成果。仔细察之，此类突破主要呈现为两点。一是表演的主体由演

员扮演的角色变为演员本身，即雷曼所声称的“后戏剧剧场艺术的演员通常不再扮演角色，而

变成了表演者。他们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存现，以期供人思考”⑤。二是与此相对应的，表演

的内容从为情节服务的行动变为具有独立审美属性的行为。此时，观众不会在舞台上看到完

整的线性故事、立体的人物刻画、规整的言语交流，取而代之的是“表演为中心的各种视觉和

听觉媒介组合（甚至‘杂合’）而成的动态文本”⑥。无序的、拼贴的，乃至于戏谑、挑衅的文本取

代了明晰的逻辑，将剧场置入玄奥的混沌之中。

在此种突破之后，后戏剧剧场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。其一，传统代言对话体结构碎裂成

复调的喧哗，非线性叙述成为常见的文本组织方式。诗意的而非散文的创作手法成为主流。

其二，强调演出现场的真实时空，而不要求观众进入某个虚构世界。其三，赋予观众更多观看

上的自由，对戏剧演出文本的阐释不再受到戏剧文学的控制。罗伯特·威尔逊（Robert Wilson）

的视觉戏剧《沙滩上的爱因斯坦》就是如此，在该作品中，演员行动极为缓慢，剧情支离破碎，

线性的时间减速成造型的画面。从对后戏剧剧场演出的具体描述中不难发现，它和行为艺术

在形态上已然难以区分，应当说“行为艺术和后戏剧剧场一样，重要的是一种‘现场性’（live-

ness），是具有挑衅性的人的存现”⑦。

① 汉斯·蒂斯·雷曼：《后戏剧剧场》，李亦男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19页。

② 丁罗男：《“后戏剧”与中国文化语境》，《戏剧艺术》2020年第4期。

③ 马文·卡尔森：《后剧作戏剧与后剧作表演》，胡开奇译，《戏剧艺术》2020年第2期。

④ 汉斯·蒂斯·雷曼：《后戏剧剧场》，李亦男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170页。

⑤ 汉斯·蒂斯·雷曼：《后戏剧剧场》，李亦男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171页。

⑥ 丁罗男：《“后戏剧”与中国文化语境》，《戏剧艺术》2020年第4期。

⑦ 汉斯·蒂斯·雷曼：《后戏剧剧场》，李亦男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172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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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使是在后戏剧剧场中，戏剧艺术也始终保留了虚构的想象，需要以具有

因果逻辑的情节作为基础，让演出朝向某个既定目标前进。但行为艺术对戏剧演出叙述框架

的摧毁，意味着对此种文学虚构的完全放弃。雷曼指出：

即便在以存现为中心的剧场作品中，变形和卡塔西斯（Catharsis）的作用也是：一、潜

在的，二、自愿的，三、未来的。相反，行为艺术的理想则是一、真实，二、从情感上来讲是

强迫的，三、发生在此时此地的一种过程、一个瞬间。①

雷曼在这里围绕着“变形”从三个层面比较了戏剧艺术与行为艺术：一是戏剧艺术的基础

是虚构的情节，行为艺术则呈现真实的事件；二是行为艺术比戏剧艺术具有更强的交流强度，

“强迫”观众直面作品现场；三是戏剧艺术沿着线性时间展开，行为艺术家的行为则是瞬间的。

概言之，行为艺术实际上“表现为真实画面或物体展现在时间维度中的某种扩展”②。此种“扩

展”由一个又一个的瞬间完成，作为一种过程而不可保存与重复。这意味着行为艺术家要做

的不是将外在于自己的材料处理为审美客体，如雕塑家、画家那般将主体与客体明确分离，而

是将身体的行为当作创作的媒介，把自己作为审美对象呈现给观众。因此，行为艺术作品并

不是独立于艺术家的存在，任何对行为艺术的观察都不可避免地同时看到其创作者与作品。

这意味着在行为艺术中，艺术家自己主动进入叙述框架，即将自己的行为装入框架，使之

成为一个艺术作品。行为艺术家通过装框，将身体作为审美对象纳入演出文本，其自我变形

将演出空间转换为能量密集的场域。观众则被艺术家身体的行为所牵扯，不自觉地淹没在艺

术创作霎时间的爆发当中。此时，观众的强烈情绪“已远远超过他去思考意义、去解释情节含

义、去分析台上事件的内涵的努力。因为这时，涉及观众的不是去理解表演，而是他经历了表

演，而且是用自己的体验去经历了它”③。

在对演出真实性质的说明中，身体的物理反应是最为直接的标记，因此不少早期的行为

艺术作品带有残酷意味。例如在克里斯·伯顿（Chris Burden）1971年的作品《射击片段》中，艺

术家让人开枪射击自己的手臂。而在阿布拉莫维奇（Marina Abramovic）1975年的作品《托马斯

之唇》中，艺术家暴饮暴食、用刀片自残、自我鞭笞、冷冻自己，以至于最后观众无视叙述框架

的阻隔，上前去抬走艺术家，中止了演出。通过对身体的真实伤害，行为艺术家以一种极端的

方式逼迫观众重新注视身体的物性，带来视听上的极大刺激。物质的真实进入行为艺术，击

碎戏剧传统中从能指到所指的逻辑链条，把剧场内的表演演变为能指在空间中的无根飘移。

艺术家的行为成为唯一的存在物，对生活的直接呈现取代了对自然幻象的苦心经营。

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对戏剧演出叙述框架的摧毁只是行为艺术表意模式构建的第一步。任

何艺术文本都必然依赖某种叙述框架表意，否则它将无法与外部经验世界区分开来，也就无

法要求观众以审美的眼光对待它。在此意义上，应当说叙述框架的存在是行为艺术成立的根

本，否则就只存在生活本身。关于虚构框架生成的方法，我们可以从卡普罗（Allan Kaprow）做

过的一个行为艺术谈起。在该作品中，艺术家每天重复刷牙这一行为，并在刷牙的同时有意

① 汉斯·蒂斯·雷曼：《后戏剧剧场》，李亦男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176页。

② 汉斯·蒂斯·雷曼：《后戏剧剧场》，李亦男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171页。

③ 艾利卡·费舍尔·李希特：《行为表演美学——关于演出的理论》，余匡复译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

版，第19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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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地观看自身。刷牙这一行为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，之所以卡普罗能够将其转化为一个艺

术行为，正在于他同时有观看的行为。也就是说，“观看依旧决定了剧场艺术是存在的。如果

开普罗没有自我观看，而只是如日常习惯一样做普通的刷牙行为，那么剧场艺术也就不存

在”①。正是观看构建了虚构框架，通过以郑重其事对待艺术品的方式实现了对日常生活图景

的装框，改变了对刷牙行为的释读规则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当艺术家进行观看的时候，他实际上

就具有了观众这一身份。因此，可以认为正是观众的观看将日常生活装进了叙述框架之中。

通过弗兰西斯·埃利斯（Francis Alÿs）的作品《再现》，能够对观众观看的意义有更深一层的

理解。在该作品的第一个视频中，艺术家购买了一把手枪，随后在墨西哥市的公共街道上持

枪行走，让周围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他带有威胁意味的行为。大约十二分钟后，埃利斯被警

方带走。在第二个视频中，埃利斯重复了他的行为，但这一次他和警方达成了合作，后者不再

因治安风险将其带走。毫无疑问，在第一个视频中警方将埃利斯视为危险分子，认为其行为

是对治安的威胁。而在第二次的重演中，警方已然理解其行为的艺术性质，将其视为二度区

隔内与现实隔了两层的虚构文本。

在摧毁戏剧艺术的叙述框架之后，行为艺术其实是将“异质空间、日常空间、一种处于带

框的剧场和‘未加框’的日常现实之间的广阔范畴囊括进来。在某些场景中，这些范畴中的部

分经历被突出、强调出来，被陌生化，被置换”②。所谓的“突出”“强调”“陌生化”和“置换”，实

际上都是指将“未加框”的部分装入艺术的虚构框架之中。这也赋予了“日常凡俗生活以新鲜

感和刺激性，改变人们对日常事物因熟悉而漠视的惯性思维”③，因此，行为艺术的编码—解码

规则是艺术家与观众在现场临时达成的合议，他们双方共同将日常现实装进叙述框架之中，

赋予真实行为以新的释读方式。

显然，在这一新的框架内，行为艺术并不会重复戏剧传统的再现，即不欲对外在世界进行

模仿。在对戏剧艺术的越界之后，行为艺术所要表现的正是艺术家所持有的观念。概言之，

行为艺术的行为作为在场的符号，指向的是抽象的主题而非具象的情节。可以说，行为艺术

在突破戏剧艺术之后，奔向了观念艺术。将行为艺术置于观念艺术的脉络中去观察，才能够

理解行为艺术的表达，即勘测装框行为的意义所在。

二二、、用带框的身体实现观念的表达用带框的身体实现观念的表达

戏剧艺术的表演资源构成行为艺术的外在肌理，而观念艺术的表意特点则构筑了行为艺

术内在的价值取向，此种二重性的结合使得行为艺术位于戏剧艺术与观念艺术的交叉点。在

传统戏剧中，被凸显的是“多层的主题、叙事、角色、语言、动作和图像”④。而在行为艺术中，

“形式和含义基于一个单一的、压倒一切的概念或想法”⑤。行为艺术的视觉焦点位于艺术家

① 李亦男：《当代西方剧场艺术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，第108页。

② 汉斯·蒂斯·雷曼：《后戏剧剧场》，李亦男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196页。

③ 王洪义：《日常审美体验与陌生化公共艺术》，《江汉学术》2020年第5期。

④ 阿诺德·阿伦森：《美国先锋戏剧：一种历史》，高子文译，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，第200页。

⑤ 阿诺德·阿伦森：《美国先锋戏剧：一种历史》，高子文译，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，第200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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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身体，而摧毁戏剧传统的虚构框架后，艺术家借由带框身体进行的是对所持观念的表达，这

实际上是行为艺术表意的典型范式。因此，行为艺术为身体行为创造叙述框架的目的，即是

为了实现对某种观念的表达。也就是说，行为艺术突破戏剧演出叙述机制的限制后，所遵从

的创作范式可以从观念艺术的脉络中寻找到参考。

观念艺术的兴起是对艺术史的一次彻底反叛，而究其根本，这一反叛的实质是对艺术表

意范式的割裂与革新。在经历了以古典艺术为代表的“写实-再现型艺术”、以抽象艺术为代

表的“抽象-表现型艺术”后，观念艺术崛起为艺术表达的“第三种方式”。①它是一种“针对艺

术概念或艺术自身、以观念为先导而以语言作铺垫的前卫实验潮流”②。从再现的图像到隐喻

的图式，再到观念艺术的概念性存在，艺术创作不断远离简单的形式美感，朝向某种严肃的智

力游戏与文化实验演变。

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，三种艺术类型正好对应皮尔斯（C.S.Peirce）意义上的符号三分。就

符号与对象的关系而言，三种艺术文本中占主导的符号类型分别为像似符号、指示符号以及

规约符号。其中，像似符号依靠感知上的相似再现对象，指示符号则依靠因果、邻接、部分与

整体等关系与对象联系起来。而规约符号与对象之间联系的成立，则依赖于社会群体的约定

俗成。因此，观念艺术的创作实际上直接与社会文化的符码规则相关，而“符码预先假定一个

共同文化背景（但也许会相互矛盾）作为其框架”③。所以，观念艺术必然指涉经验现实，与真

实生活混杂在一起。这就是行为艺术往往呈现日常行为的原因所在，唯有尽可能祛除有因果

逻辑的编排，行为艺术才能够与外部世界保持同构，从而形成指涉。

观念艺术家约瑟夫·科瑟斯（Joseph Kosuth）在1969年所撰写的文章《哲学之后的艺术》中

提道，“观念艺术‘最为纯粹的’定义应该是它对‘艺术’这个观念之根基的质询，正如它逐渐指

出的那样”④。换句话说，观念艺术的出现意味着“艺术是什么”这一问题的正式提出。也就是

说，观念艺术实际上是艺术哲学化的结果，即所谓“艺术是在‘物理学以外’本该迫使哲学做出

论断的地方，来模拟地处理事物的状态”⑤。在这一意义上，“观念”意味着哲学式的沉思，一种

对形而上问题的追问。1996年，约瑟夫·科瑟斯对观念艺术的定义作了进一步的补充，他提

道：“观念艺术，简单地说、就是将这样一种理解作为其基本教义，即艺术家通过意义进行工

作，而非形状、颜色或材质。”⑥

行为艺术家博伊斯（Joseph Beuys）的作品《如何向一只死兔子解释绘画》就具有明显的哲

理趣味。在该作品中，艺术家脸贴金箔、怀抱死兔，同时左脚系毛毡、右脚踩钢板，在一个封闭

的房间中向兔子讲解墙上的画作。在该作品中同时出现了画作与行为，相较之下，画作的释

义空间远小于行为。不可保存的行为过程打破了传统认知中对艺术的期待，将审美活动带向

晦涩的领域，让作品沉浮在极为宽广的意义空间，以至于我们无法对其轻易锚定。艺术家尝

① 参见王杰泓：《中国当代观念艺术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1页。

② 王杰泓：《中国当代观念艺术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1页。

③ 斯文·埃里克·拉森、约尔根·迪耐斯·约翰森：《应用符号学》，魏全凤、刘楠、朱围丽译，四川大学出版社

2018年版，第12页。

④ 托尼·戈德弗雷：《什么是观念艺术？》，尹呈译，《雕塑》2000年第1期。

⑤ 王洪义编著：《西方当代美术：不是艺术的艺术史》，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115页。

⑥ 托尼·戈德弗雷：《什么是观念艺术？》，尹呈译，《雕塑》2000年第1期。

147



《福建论坛》（人文社会科学版）2022年第4期

试向已经死去的兔子解释人类的画作，其沟通行为一方面跨越了种族另一方面则超越了生

死。在此二元对立的大背景下，冰冷的钢板与温暖的毛毡，以及象征太阳的金箔与指向重生

的蜂蜜等物件也以潜在的张力加入到意义的碰撞、生成之中。我们难以，或许也没有必要用

语言厘清作品所有的意蕴，但通过观看这一系列装扮与行为，能直观地感受到艺术家试图完

成某种形而上的宏大叙述。这一叙述涉及人类与动物、生与死之间的关系，也涉及对艺术是

什么的反思。在仪式性的行为中，人的精神空间被刺激、复活。

路希·李帕德（Lucy Lippard）给予了观念艺术一个更具体的说明，他认为“对我而言、观念

艺术意味着这样的作品：其中的观念是至上的，而物质则退居其次，是轻量级的，短暂、廉价，

卑躬和/或去物质化的”①。符号本身可以分为再现体、对象和解释项。以此种三分来剖析这一

说明，则可以认为“物质”是艺术符号在场的再现体部分，也是观众直接可感的文本。当观念

艺术削弱“物质”本身的重要性，将其直接引向观念之后，观众难以在对再现体的形式直观中

获得足够的文本意义，因此其作品必然演变为观众对解释项的不断追索，即追问艺术家究竟

想要表达什么。在此种情形下，观念艺术可被视作一场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猜谜游戏，人们

必须依靠阐释才能进入观念的内部，从而体悟精神空间的打开。正如王杰泓所总结的，观念

艺术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：

（1）反对象化，将自己定位在“非对象性艺术”或“艺术对象（概念）本身”；（2）反形式、

反风格，关注对现成品的“无名”式收集和向动态化的现实生活开放；（3）反审美中心主

义，崇尚对创作者非视觉审美的智性因子的发掘与培养；（4）反收藏、反商业主义，张扬艺

术的“去物质化”（Dematerialization）精神及其对当代社会的介入、反思与批判的功能。②

观念艺术对解释项的偏重让作品变成一个动态、开放的文本，对其的理解与赏析和文化

情景息息相关。在这一意义上，观念艺术实际上完成了对“艺术自律”的社会化改造，将艺术

重新拉扯回与既定社会—文化秩序的对话中。艺术文本不再是实在世界的媒介化变体，而是

艺术家思想实验与知识生产的投影，试图折射出当代文化经验的复杂与纵深，反思语境生成

和意义流动的方向与规约。

由于“观念艺术暗示了对时间、空间和物质的‘体验’，而不是将它们以对象的形式表示出

来，并且身体成为最直接的表达媒介”③，因此，行为成为观念艺术的理想载体，即“行为表演是

实现观念艺术的理想手段”④。应当说，行为艺术以不可保存的行为过程作为创作的媒介，因

而具有强烈的革新精神。在1989年的“中国现代艺术大展”上，日后被称为“七宗罪”的七个行

为艺术造成轰动。其中，“大同游击队”率先行动，在开幕式结束后就披麻戴孝地开始“吊丧”。

而在美术馆内，吴山专热闹地兜售从舟山带来的对虾、王浪头顶斗笠如浪子一般游走、李山在

小空间里安静地洗脚、张念专心地孵化鸡蛋、王德仁四处抛洒硬币和避孕套，而最出名的则是

① 托尼·戈德弗雷：《什么是观念艺术？》，尹呈译，《雕塑》2000年第1期。

② 王杰泓：《中国当代观念艺术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11页。

③ 罗斯莉·格特伯格：《行为表演艺术：从未来主义至当下》（第三版），张冲、张涵露译，浙江摄影出版社2018

年版，第187页。

④ 罗斯莉·格特伯格：《行为表演艺术：从未来主义至当下》（第三版），张冲、张涵露译，浙江摄影出版社2018

年版，第18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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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鲁对着自己的装置作品开了两枪，这两声枪响最终导致了展览的关闭。肖鲁自己将枪击解

释为情绪感受的自然流露，但它必然也同时凝结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艺术气候。在行为艺术超

越艺术传统的进程中，艺术家化身时代的代言人，不断反思着文化的弊病，寻求着突破的

可能。

因此可以认为，行为艺术“并不以审美为旨归，而是外向性指向艺术史或社会文化‘异化’

等问题，观念诉求以及政治化态度是其内在的决定性因素”①。身体在这一意义上不再是实在

与虚构之间的桥梁，转而构成了艺术家叩问社会现状的工具。因此，行为艺术家是“一个点石

成金的术士——当日常物品被他装置或挪用为艺术品时，作品本身就成为一种思考”②。依凭

带框的身体，行为艺术家为日常行为确立了特定的接收—解释体系，改写了理解行为的符码。

进而，艺术家在作品中营造出释读的矛盾，即“一方面，那些司空见惯的现成品与行为所带入

的日常经验激发出单纯的实在性意义；然而，另一方面，由于现成品和行为脱离了原有的上下

文关系，丧失了日常经验和指称能力”③。元语言的冲突让观众陷入解释漩涡中，即“两套元语

言互不退让，同时起作用，两种意义同样有效，永远无法确定”④ 。

因此，日常的逻辑被艺术的语境消解，作品的意义“只能在日常经验和艺术经验混杂的状

态中走游，而无法在某一端上立足”⑤。正是此种经验的混杂，塑造了行为艺术独特的艺术魅

力。此时，艺术“是一种进入社会权力战场并改造这个战场的实际手段”⑥。行为艺术家的装

框行为将日常空间异变为艺术空间，用新的叙述框架碰撞既有释读体系，从而在秩序井然的

社会生活中撕开一个裂缝，暴露隐藏在幽深空间的既定逻辑。行为艺术源自对日常生活的体

悟，又在创作的过程中形成对日常语境的再次思考。

三三、、反跨破框反跨破框：：观众参与行为艺术观众参与行为艺术

行为艺术对框架的摧毁，让演出能够沟通内部文本和外部世界。因此行为艺术家的身体

同时处于媒介化的艺术文本与未加框的日常生活中，创作者从而能够邀请观众加入到符号文

本的生成过程中。事实上，无论是重构叙述框架时的共谋，还是观念表达中的直面，行为艺术

始终保持与观众的积极互动。正如巫鸿所说，“没有互动就没有行为艺术，或是有行为而无艺

术”⑦。“互动”是行为艺术对演示类叙述即时性、可参与性特征的充分发挥，因此行为艺术从不

呈现为静态的记录，而是致力于打造动态、开放的意蕴空间。在这一意义上，行为艺术是作为

参与式艺术之一种与观众展开沟通。如果说戏剧艺术为行为艺术表演提供了形态的参考，而

观念艺术提供了表达的主题，那么参与式艺术则是行为艺术进入公共话语的言说方式。作为

参与式艺术之一种，行为艺术超越艺术自律走向更为宽广的文化语境。

① 王杰泓：《中国当代观念艺术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61页。

② 张晓凌：《观念艺术——解构与重建的诗学》，吉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3页。

③ 张晓凌：《观念艺术——解构与重建的诗学》，吉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114页。

④ 赵毅衡：《符号学：原理与推演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234页。

⑤ 张晓凌：《观念艺术——解构与重建的诗学》，吉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114页。

⑥ 罗伯特·休斯：《新艺术的震撼》，刘萍君等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338页。

⑦ 蔡青：《行为艺术现场》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年版，第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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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定审美自律论后，参与式艺术转而强调艺术对日常的关注，致力于消解艺术与生活之

间的壁垒。在参与式艺术中，“艺术不会超越我们日常的关心，通过跟世界之间联系的独特

性、通过虚构，促使我们面对现实”①。所以，参与式艺术不是孤悬于天际的喃喃自语，而是与

当下文化情景的积极对话。它弃绝了艺术的再现传统，以文化效力作为自己的价值尺度。在

参与式艺术中，艺术家“与其被认为是互不相关的物品的个别生产者，不如说是情境的协作者

和生产者”②。与之相对应的，艺术作品“被重新认知为持续或长期的计划，没有明确的开始和

结束”③。

正是由于意义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变革，对艺术作品的释读方式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，即

“以前观众被认为是个‘注视者’或‘观看者’，现在则重新被定位成共同生产者或参与者”④。

其中所发生的即是反跨破框现象。反跨破框的“反”一是指行动的主体是观众，他们在“反跨

破框”中“反客为主”，翻转为意义的发送者，与艺术家共同完成表演。二是指相较于通常的犯

框，从实在世界进入虚构框架做的是远离真实的反向运动，从而消弭演出文本与实在世界之

间的双层距离，混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，让演出文本进入层次模糊的不稳定状态。在反跨破

框中，观众必须主动识别艺术场景，并以参与者的身份与其积极互动。反跨破框意味着观众

与艺术家一样，成了艺术创作的主体，因而参与式艺术必然是艺术实践的焦点转移到人际关

系的结果，此时艺术“越来越明确地聚焦在艺术创作在公众中所创造的关系，或是在社会样式

的发明上。这项特殊生产不只是决定了一种意识形态和实践场域，也界定出新的形式领

域”⑤。行为艺术家以身体为媒材，与观众面对面交流。意义的生产与流动即时完成，观念摆

脱了物质的束缚，在平等的姿态中直接对话观众的心灵。针对此类凸显人际关系的艺术文

本，伯瑞奥德（Nicolas Bourriaud）率先以“关系美学”对之进行理论上的总结。所谓关系美学，

是指“依据作品所描绘、制造或诱发的人际关系，来判断作品的美学理论”⑥。在关系美学的视

角下，最重要的是艺术作品中主体间的相遇。即具体情境下，艺术家与观众、观众与观众之间

新感知机制的生成。

进而，伯瑞奥德将参与式艺术界定为一种关系艺术，即“一种将人类互动及其社会脉络所

构成的世界当做理论水平面的艺术，而不限于只是宣称某种自治或私密的象征空间，这种艺

术证实了对于现代艺术所操弄的美学、文化与政治目标进行彻底颠覆的可能性”⑦。在关系艺

术里，作品不再被束缚于私密空间中。艺术家将人与人、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，作为其理论与

实践的出发点。让艺术作品扎根于社会生活的流动，从而“在其商品特质与语义价值之外，还

① 尼古拉斯·伯瑞奥德：《关系美学》，黄建宏译，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71页。

② 克莱儿·毕莎普：《人造地狱——参与式艺术与观看者政治学》，林宏涛译，典藏艺术家庭（台北）2015年版，

第21页。

③ 克莱儿·毕莎普：《人造地狱——参与式艺术与观看者政治学》，林宏涛译，典藏艺术家庭（台北）2015年版，

第21页。

④ 克莱儿·毕莎普：《人造地狱——参与式艺术与观看者政治学》，林宏涛译，典藏艺术家庭（台北）2015年版，

第21页。

⑤ 尼古拉斯·伯瑞奥德：《关系美学》，黄建宏译，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27页。

⑥ 尼古拉斯·伯瑞奥德：《关系美学》，黄建宏译，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147页。

⑦ 尼古拉斯·伯瑞奥德：《关系美学》，黄建宏译，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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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现为一种社会中介”①。此处，中介意味着一种人类关系的空间，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互动的

另一种可能。在这一意义上，“艺术是一种会面状态”②。而此时艺术家所提供的不再是一个

审美的对象，而是叙述生成的框架。正是通过新框架的确立，才能够恢复、重构共同体。

因此，可以将关系艺术理解为一个对话的场域，一个流动的剧场。其中，艺术家通过对理

解的分享展开与观众的交流，进而通过协商交换意见、促成目标的达成。在此意义上，艺术家

“是一个摆渡人。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契机，使世界不再沿着预设的方向前进”③。对于关系

艺术而言，“艺术实践的本质坐落在主体间关系的发明上”④。关系艺术是无法靠艺术家本人

完成的作品，它需要观众通过反跨破框，占据作品中预留的空间，与艺术家合作完成艺术项

目。伯瑞奥德对关系艺术有过绝妙的比喻，他说：“每一件特殊的艺术品都是住居到一个共同

世界的提议，而每个艺术家的创作，就是与这世界的关系飞梭，而且会如此这般无止境地衍生

出其他关系。”⑤关系艺术是“飞梭”，穿行在相遇的主体之间，编织出作品的结构。

正是因为关系艺术呈现出开放、未完成的姿态，艺术家此时也不再是可以掌握全局的特

殊主体，转而成为一位平等的对话者。例如，在阿布拉莫维奇的作品《艺术家在现场》中，艺术

家端坐在现场，一动不动地与所有的参与者对视。没有任何提示规范了意义表达的方向，唯

一能够确认的只有艺术家和观众关系的存在。艺术作品最终的形态，完全取决于不可预测的

行为过程。在此类作品中，艺术家的工作仅仅是缔造“有创意的关系网络”⑥，积极地寻找着对

话者，并且“将对话者也包含在生产过程里”⑦。

基于朗西埃（Jacques Rancière）的歧感美学，毕晓普（Claire Bishop）对参与式艺术的实践性

质作了进一步的讨论。朗西埃用“歧感”为可感性经验的重构提供了实践的路径，并建立起审

美活动和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。他认为，“政治的本质乃是歧见。歧见并非利益或意见的冲

突。它是对可感事物本身内部存在的裂隙的展现”⑧。称某种经验为可感的，是指它在维护治

安秩序的要求下，可见、可听以及可言说、可行为。可感性的边界，将不符合规范的部分切割

到体系之外。创造歧感的目的，在于让本不可见的东西变得可见。毕晓普正是抓住了这一

点，指出“审美是思考矛盾的能力”⑨。即参与式艺术内在地具有介入社会的倾向，而这种倾向

的实践则是通过对矛盾的揭示与呈现来完成的，也就是说，“艺术家制造矛盾，作品展现矛盾，

观众感知矛盾。审美发生在观众与作品遭遇时，观众感知到的不是和谐与从容，而是冲突与

不适。艺术家通过艺术作品，不断激发观众思考矛盾的能力”⑩。艺术家通过在参与式艺术中

置入对抗要素，营造一种激烈的冲突，从而让观众看到被治安秩序隐藏的部分，激活他们对观

看的反思，引导他们摆脱被动的观看姿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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凯斯特（Grant Kester）的论述则更为激进，他指出“伯瑞奥德和毕晓普，都对为了强调参与

而放弃部分艺术自律性，以及将艺术家直接卷入政治抵抗谋划（暗中妥协）的艺术实践，持有

深刻的怀疑”①。进而，他认为在参与式艺术中，“艺术家创作这类作品的目的即是为了促进不

同社群之间的交流”②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，参与式艺术超越了传统的艺术展览体制，被作为

蕴含交流可能性的社会空间来呈现和认知，凯斯特认为，“这些对话都意在制造一个对话和交

流的创造性空间”③，对话则是“作品本身的一部分，它被再框设为一个积极的、生发性的过

程”④。在凯斯特看来，“闭关周”（Wochenklausur）艺术小组的作品《介入帮助吸毒妇女》，最能

够说明自己“对话的”“合作的”艺术概念。参与者们被带到航行于苏黎世湖上的一艘船上，围

绕苏黎世吸毒妇女的卖淫问题展开讨论。几十场对话就是该作品的主体，艺术作品在人们自

由的对话中自发地生成。最后，艺术项目的结果是令人振奋的，人们决定建设供吸毒的性工

作人员使用的居住点。

之所以这一系列的交谈不是纯粹的社会事件，而是艺术行为，是因为一切参与、言谈都进

入了艺术文本的叙述框架内部，即所有参与者都共同经历了反跨破框的过程。漂浮在湖上的

船，构成了区隔框架的标记。船的物理边界，将艺术文本的内与外分割开来，构造出超功利的

言说情境。正是在叙述框架的作用下，即艺术符号文本的超脱品格下，参与者的同理心被激

发，人际关系的重组得以实现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人与人在对话中所产生的普遍性的情感关系，

构成了审美对象。应当说，此作品极其精准地诠释了参与式艺术的要义，即“恢复和实现共同

的社会投入的一个社区的、集体的空间”⑤。

通过将行为艺术置于戏剧艺术、观念艺术、参与式艺术的脉络中去讨论，不难发现它是艺

术家在演出中追求面对面交流强度的结果。传统戏剧的框架限制了演出的边界，因此摧毁与

重建是必然的选择。行为艺术对自律神话的打破把演出还原为朝向他人的冒险，从而在对人

际关系的凸显中尝试构建文化的共同体。在巴尔巴（Engenio Barba）关于戏剧的讨论中，实际

上就已经蕴含了勾连戏剧艺术与行为艺术的可能，他说道：“但什么是戏剧呢？如果我尝试用

形象语言对它进行精简说明，我发现它是男人和女人，即人类的相遇。戏剧是存在于被选择

环境中的特定关系。首先，它存在于一起致力于创造点什么的人中间，其次，它存在于这一被

创造物与这群人的观众之间。”⑥ 因此，从破坏戏剧艺术出发的行为艺术，实际上同时也是对原

始演出的回归。在此意义上，行为艺术是新潮的、先锋的，同时也是古老的、恒久的。我们总

是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和确立与他人的联系，其中，行为艺术是不可忽视的途径。

（责任编辑：陈建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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